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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论文通过对夏志清与夏济安鲁迅研究的比较性阅读，考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去神化鲁迅研究之间的

差异，客观剖析了两位杰出文学史家的研究立场，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简单地将夏志清的偏见归咎于意识形态差

异的研究结论，揭示出了思维方式、个体体验等都对文学史家的批评与研究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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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作家之
一。早在 1940 年，《鲁迅小说选: 阿 Q 及其他》由
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出版。就在王际真翻译《鲁迅小说选: 阿 Q 及其
他》出版的前一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
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
向。”［1］( P． 42)这一纲领性文件将鲁迅纳入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逻辑框架之内。到 20 世纪 50 年代，
由于政治话语对文学史编纂的强力渗透，鲁迅作

为中国新文学旗手被大肆渲染。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中，鲁迅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鲁迅不
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小说之
父”，还被建构为“左翼文艺运动的旗手”、“无产
阶级文学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当国内学界
轰轰烈烈地开展造神运动的同时，美国汉学家以
“彼岸”的角度来观察、透视中国文学及文化，对在
国内举足轻重的经典作家鲁迅进行了重新研究，

拭去其环绕周身的光环，通过多种方式展开一场
“去神化”解读。本论文通过对美国汉学家夏志
清、夏济安的对比阅读，解析美国汉学界鲁迅研究
“去神化”的多种方式和根源。

一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章中专门讨
论了鲁迅的文学创作。他以世界文学为坐标，凭
借开阔的研究视角和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从比较文

学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作品，“把鲁迅最好的小说
与《都柏林人》互相比较: 鲁迅对于农村人物的懒
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深感悲愤; 新思想无法改变
他们，鲁迅因之摈弃了他的故乡，在象征的意义上

也摈弃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2］( P． 26)。夏志清
的研究一方面努力增强鲁迅作品乃至中国现代文

学的世界性因素，另一方面以国内学界为参照物，

尝试通过具体的作品解读祛除鲁迅身上的神话色

彩。夏志清的“去神化”鲁迅研究范式体现在以下
三个层面:

首先，深入而全面地探讨鲁迅的小说创作实

绩。夏志清认为，鲁迅的作品“最佳小说都收集在
两本集子里: 上述的第一集《呐喊》和第二集《彷
徨》。这两本小说集和好几本散文集，以及他的散
文诗集《野草》都是他在北京创作力最强时期的作
品”［2］( P． 26)。与此同时，各种不足与缺陷散落其
间:《狂人日记》虽然极其精练地暴露了封建礼教
的弊害，但是狂人的幻想因远离现实而难以戏剧

化;《阿 Q正传》尽管塑造了各种民族劣根性集于
一身的典型人物阿 Q，但小说的艺术结构松散而
机械。而从总体上看，《彷徨》中作品的艺术价值
较之《呐喊》更胜一筹。在鲁迅小说的所有技巧
中，夏志清对讽刺艺术技巧尤其重视，认为《肥皂》
的讽刺技艺最为高明，“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
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2］( P． 34)。夏志清对《故事新
编》持否定倾向，认为“《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
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 虽然路子狭小的) 小说家

可悲的没落。”［2］( P． 35) 对于杂文创作而言，夏志清
对鲁迅前期的杂文持肯定态度，早期杂文“往往有
生动而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

有冷酷狠毒的幽默”，这些作品“攻击落伍、无知和
政治腐败，大力主张精神重建”，尤其是收录在
《坟》和《热风》中的作品都是“比较重要”
的。［2］( P． 36)但对于鲁迅后期的杂文则倾向于否定，
否定的主要依据是鲁迅的创作目的。
其二，分析“神化鲁迅”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夏志清认为，鲁迅备受推崇的原因有二: 首先，鲁

迅自身在文化界拥有较高声望。自由主义派评论
家、左派批评家都对其有过赞誉。第二，源于政治



因素。“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间，对鲁迅的推
崇，对共产党特别有帮助，因为他的作品可以用来

加强国民党贪污和腐败印象”［2］( P． 24)。“在中国共
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视为一个受人爱

戴的爱国的反政府发言人，甚至于毛泽东也在
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
致以最高的敬意”［2］( P． 23)。夏志清明确地指出了政
治因素对鲁迅的文学史地位的形成乃至走向“神
化”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引发了“自从他于 1936 年
逝世之后，他的声誉更越来越神话化了”。［2］( P． 23)

其三，特立独行的文学史定位。对于鲁迅的
历史定位，夏志清首先承认并肯定了鲁迅之于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
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最伟大的现代中国

作家”，同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
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2］( P． 23)。然而，他
对鲁迅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否定。“鲁迅的反动性
格，充分地表现在他对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嘲

讽”，“对于这类攻击，鲁迅报之以他惯有的讥刺和
自信。可是在内心里，他却感到困扰，没有把握。
他一向自认为青年导师，但现在学生却背离他的

领导，走向一条新路。”［2］( P． 37)这些论述不仅具有很
强的否定性，甚至带有非理性色彩的人生攻击。夏
志清更明确地指出“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
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
家”［2］( P． 40)。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其予以
全力关注、盛赞的作家是张爱玲。相形之下，在夏
志清的小说史中鲁迅的文学史地位远不及张爱玲

研究，而且充满偏见。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出
版后不久，汉学家普实克与夏志清之间发生了一

场激烈的论战。面对质疑，夏志清撰文回应了普
实克的批评，进一步阐释了其《中国现代小说史》
的文学史观、方法论和价值标准是对审美判断和
文学独立性的坚持。那么，《小说史》的批评立场
是否如夏志清所宣称的“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
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2］( P． 327)事实是在面对鲁迅
时，夏志清的尺度变得格外严苛。在具体的评述
中仅从唯美视角进行观察，而忽略鲁迅的创作动

机在于“为人生”、改良人生。夏志清读出了存在
于鲁迅身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但对作品中意蕴、
意象组合等方面所具有的模糊性与深刻性却视而

不见。同样呈现了现实的人生和永恒的人性冲
突，鲁迅的作品却没有获得认同。这种种的迹象
都表明了夏志清的纯文学立场实际上并不够纯

粹，而充满强烈的对抗色彩。《中国现代小说史·
结论》一章中，夏志清对中国大陆 50 年代现代文

学史的基本史观进行了反思。“文学价值的优劣，
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
声望，终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能

否保持对党忠贞不贰的清白记录而定”［2］( P． 318)。
他以鲁迅、茅盾等为例，论证当政治标准取代了审
美标准，文学的独立性随之被否定，最终形成了夏

志清反对政治渗入文学，坚持文学的非功利性的

纯文学观，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需要打破功利主

义。由此可见，夏志清的纯文学立场背后隐含的
参照物是其时国内大行其道的阶级论文学史观，

其话语倾向是对抗阶级论文学史观。《小说史》始
终无法绕开政治偏见以及由政治立场引发的艺术

偏见。刘再复就认为，夏志清试图远离政治来保持
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的尝试，并没有走出政治的阴

霾，“当他在反对大陆用政治意识形态否定一群作
家的时候，自己却陷入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中”，
而“这种偏见，是上世纪中叶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在
文化上的投影与烙印”［3］( P． 55 － 58)。

二

鲁迅研究及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另一重要

学者是夏济安。夏济安的鲁迅研究最显著的特点
是:回归学术逻辑。夏济安试图回归作家本体，潜
入鲁迅的精神世界，挖掘和凸显鲁迅的文化选择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价值与历史意义。其鲁
迅研究的代表作是收录于《黑暗的闸门》中的《鲁
迅作品的黑暗面》《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首先，通过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梳理，摆脱冷

战思维的干扰。一直以来，学界对鲁迅的认识存
在着偏差，认为鲁迅“不仅是左联的明星作家，还
一度是左联的守护神，是它存在的象征。‘只要有
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 只要有鲁迅先生不

垮，左联就不会垮’”［4］( P． 97)。然而，夏济安通过对
大量史料的梳理，尤其是 1933 － 1936 年间鲁迅日
记、书信以及冯雪峰、萧红的回忆，全面呈现了鲁
迅与左联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生命的最后历程

里的思想状况。第一，从左联的领导权来看，鲁迅
虽然一度以其无情的批判、无敌的论战成为了左
联的顶梁人物，究其原因“一是鲁迅本身对共产主
义革命抱着极大的热情，二也因为鲁迅与瞿秋白、
冯雪峰私交甚笃”。可是，“他既不参加党的定期例
会，也不全然了解党的政策、活动和密谋”，在与胡
风的通信中，鲁迅流露出了在冯雪峰离开之后对左

联的失望甚至不满和愤怒，同时以鲁迅写给杨霁云

的信佐证。［4］( P． 97)“从 1934 年末至 1935 年间，鲁迅
感受着四周的寒意，独自舔舐伤口”［4］( P． 109) ，这些史
料都表明鲁迅并非左联的实际领导者，而且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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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离开后，他与左联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并

渐行渐远。第二，从“两个口号”论争来看，“左联
的解散是鲁迅生命里最后一场危机”［4］( P． 117)。鲁
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以六
千字的篇幅言辞激烈地批判了徐懋庸，表明了自

己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要为文学创作争

取最大的自由。通过爬梳大量史料，夏济安认为
鲁迅仍然是一位拥有独立人格的作家，“作为一个
作家，一个独立人格所拥有的品质却为他的读者

所熟知;凡读过鲁迅论战文、讽刺文的人，一定不
难体会出他的尖锐冷峭、他挑起笔战时的狂喜和
他坚守立场时的胆量”［4］( P． 98)。
在得出鲁迅是一位独立作家的结论之上，夏

济安的研究进一步以鲁迅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子

为切入点，深入地发掘鲁迅内心深处的黑暗面。
反传统是鲁迅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一般认
为，鲁迅义无反顾地反传统精神与其说来自于历

史理性，毋宁说来自生命意志的一种文化选择。
夏济安联系《说唐》中的典故，以力撑千斤闸营救
各路豪杰的巨无霸英雄来比喻鲁迅，暗示鲁迅背

着因袭的重负，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一生。作为
扛起“黑暗的闸门”的人，鲁迅一方面抵御着传统，
“放他们( 孩子们)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
的度日，合理的做人”［4］( P． 129)。另一方面，鲁迅又
宁愿背着因袭的重担耽于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在

激烈地反传统的同时，自身却难以摆脱传统，其文

风、遣词造句甚至思想等都深受古代文言作品的
影响。理解了鲁迅对待传统的矛盾才能进而解读
鲁迅的创作，其创作中存在大量的“黑暗”的阴影。
夏济安认为这种黑暗的重压有两个来源:“一是中
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二是他自身不安的内心。
鲁迅强烈地感受到这两股力量压迫着他、穿透着
他，却又无可逃脱”［4］( P． 135)。夏济安还深入地分析
到，黑暗体验与鲁迅创作的心理深度和高超技巧

融为一体，成就了鲁迅的创作成就，创作了极富个

人色彩的《野草》。《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内心
深处的矛盾，“他对光明的信念最终未能驱散黑
暗，但也至少抵挡住了黑暗的致命引力”［4］( P． 134)。
而黑暗体验同时也构成了鲁迅创作的内在动因，

影响着鲁迅走向杂文创作，对黑暗的洞悉同时成

为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心理背景。黑暗体验伴随鲁
迅一生，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正是黑暗体验的延续。因此，“黑暗”的力
量对于鲁迅创作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夏济安有意识地将历史

意识和文学的审美判断相融合，打通传记、历史和
批评之间的界限，爬梳了鲁迅与左联之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对隐藏于鲁迅精神深处的人格气质进

行了探幽抉微的审察，认为鲁迅代表的是“新与旧
的挣扎，和超越历史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冲

突”［4］( P． 139)。从这个意义上看，夏济安的研究对受
到冷战思维影响的鲁迅研究起到了祛魅的作用，

也对此后汉学家的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与此同
时，鲁迅在中国大陆，被奉为精神偶像，被严重意

识形态化，直至演变为鲁迅神话。王瑶《中国新文
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现代文学
史著作中，鲁迅是最为重要的现代作家: 不仅在研

究著作中用巨大的篇幅容量加以关注，而且研究

者几乎都以一种“颂歌”的方式来肯定鲁迅，塑造
了一个高大而完美的鲁迅形象。可是，为什么《野
草》中弥漫的浓郁的悲观、绝望情绪与充满战斗精
神的鲁迅形象截然不符? 为什么鲁迅“对于‘鲁
镇’，有着一种既‘恨’又‘爱’的复杂情感”?［5］高
大而完美的“革命领袖”形象，竟无法解答这些问
题。盛名之下，鲁迅的作家本体被无数的光环所
遮蔽，就在神化和理想化过程中作家本体反而不

受重视，甚至被刻意掩盖起来。因此，夏济安的研
究回归学术逻辑，其祛魅作用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三

那么，夏志清为何对鲁迅不仅定位不高而且

结论相对草率呢? 通过对夏氏兄弟研究成果的对

比性阅读，不难发现夏志清是将鲁迅视为阶级论

文学史观下经典作家作品建构的第一范例来进行

解读的。笔者认为，夏志清直接将鲁迅其人其作
与文学史背后的文化权力相联系相等同。因为其
时在中国大陆，编写现代文学史之处，在政治意识

形态的引领下，对鲁迅其人其作顶礼膜拜，“神化”
鲁迅成为其时文学研究的基本生态面貌，研究者

几乎众口一声地大加赞赏、推崇，没有任何反面意
见，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神化”倾向。而夏志清
坚守作为文学史家的独立性，尤其反对政治对文

学的干预。研究中他把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的
矛头指向了鲁迅，因此，与其说夏志清是对鲁迅及

其作品的贬抑，更准确地说是以去神化的姿态对

导致鲁迅神化的背后力量的抗拒与抵制。从以下
事实可以进一步看出，鲁迅疏离革命疏离政治的

姿态，夏志清是了然于心的，“1927 － 1928 这两年，
鲁迅既不左又不右，变得完全孤立”［2］( P． 37)。因
此，夏志清对鲁迅的贬抑折射出了文化场域中的

权力之争，是“以‘审美’、‘文学自身’标准相标榜
而贬低革命作家的学人，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其与

利益与权力的干系”［6］。其鲁迅研究在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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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始于去美之后。1959 年 3
月，夏济安由台湾赴美，同年完成了《五烈士之
谜》，第二年他又撰写了《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1964 年《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发表。返回历史的
现场:夏济安在岛内生活长达八年之久，正值国民

政府战败之后撤退至台湾，为巩固政权，实行了戒

严政策，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文化政策
都迅速收紧，尤其是严格地全面控制书籍出版、发
行，以实行全面有效的文化管控。在岛内，大陆的
作家作品一律严禁阅读，而鲁迅的文学作品则明

令不允许公开阅读、出版、流通。与此同时，岛内
当局积极倡导战斗文艺运动，即通过各种文艺管

道和文学活动积极推动战斗精神和反共意识。
1955 年春，岛内正式发出了“战斗文艺”的号角，
要求作家、文学家放弃个人单独的行动和为艺术
而艺术的主张，文学须肩负战斗的崇高使命，共同

声讨共产党。战斗文艺运动横贯了台湾整个五十
年代，导致政治意识形态先行而缺乏生活实感的

概念化作品甚至是口号式情感宣泄充斥岛内文

坛。在台湾严酷的文化氛围中，1956 年，《文学杂
志》在夏济安、吴鲁芹与刘守宜等的推动下创刊。
该刊提倡写实文学，反对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扰，

肃清了战斗文学引发之流弊。《文学杂志》的创办
之于夏济安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学
杂志》的创办与编辑，夏济安走上了文学批评之
路。在编辑的过程中，夏济安开始对岛内的文学
创作现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思考。如
《旧文化与新小说》、《白话文与新诗》、《关于新诗
的一点意见》等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
国新文学走过的历程，侧重考察现代文学与近代

文学、古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深层品质上的联系。
尽管其鲁迅研究中某些结论可再商榷，而论

著中关注意识形态、传统束缚和政治压力在他头
顶上形成了巨大而“黑暗的闸门”的鲁迅，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当时在岛内正在遭受政治力

量倾轧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反观。可以说，
“当我们去思考‘黑暗的闸门’的意象时，不难可以
赋予它另一层的含义: 政治的重压，可不就是一道

更沉重的‘黑暗的闸门’，把文学作家以至研究者
重重围困着? 夏济安在世的景况当然是太不堪

说，台湾几十年的森严文纲……作家始终受到像
鲁迅、瞿秋白以至蒋光慈等人所经历过的束缚和
限制”［4］( P． 24)。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
鲜见，作为文学批评者怎样保持论断与考证的客

观性就成为了旅美后的夏济安的思虑之所在了。
夏济安秉持着独立的文学理念和文化精神，开启

了赴美后的学术研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

运与走向的关注是其学术思考的切入点。

结语

由此可见，夏志清、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尽管都
以去政治化为研究宗旨，但夏志清因为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而走向了研究的另一极端，正如相关

学者在书评中所述: “( 夏志清) 学问之渊博，批评
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遗。当然，他的反共立
场，和他对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

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7］( P． 24)。对鲁迅的
第一次去神化解读尝试，被冷战阴影所笼罩，夏志

清将鲁迅视为政治干预文学的典型，是阶级论文

学史观的象征符号，简单化地将文学史的书写权

力与经典作家相关联，对鲁迅做出的解读有些并

不准确甚至充满偏见，因而是一场睿智与偏见并

存的阅读。夏济安则因为岛内低气压的文化氛围
使得其对创作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向往追求更显强

烈。他一度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试图冲破令人
窒息的文化氛围驶向自己理想的文学彼岸。就如
同他试图通过《文学杂志》来对抗战斗文艺，夏济安
在美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通过其鲁迅研究传

达出了其对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入思

考和把握，在其研究视野中文学和政治不失对立的

存在，他从政治的维度阐发文学，理性地看待文学

里的政治因素，文学与政治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了一

起。他始终关注的是，文学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
联系及在特殊的文化境遇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因而

其研究更彰显了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多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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